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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再生能源具有较好的环保效果但是却有较高的成本。实践中政府普遍依据再生能源产业的总产量进行补贴。
然而，再生能源的消费虽具有环境友善性，但其生产过程，一般要消耗传统能源，仍然会对环境产生一定污染。仅有
补贴未免失之偏颇。且对总产量补贴也有不当之处。若将再生能源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纳入考虑时，政府应当如何
应对？研究发现：第一，无论厂商是否具有污染治理技术，也无论市场结构如何，最优污染治理税率均应等于污染边
际损害，即最优污染治理税为庇古税。第二，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最优补贴率等于再生能源的边际收益，即最优
补贴率为庇古补贴：在寡占市场结构下，最优补贴率应大于再生能源的边际收益，且厂商市场势力越大，最优补贴率
越高。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生物质能(biomassenergy)，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形式。即以生物质为载体的能量它直接或
间接地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同时也是唯一的一种可再生的碳源，包括能源作物、沼气等
多种形式。围绕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中国推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规划。例如：在《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2012)》中，将生物质能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还发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
录(2013)》，其中多项涉及到生物质能产业此外。《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11)》《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
规划(2011)》《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2)))等。也对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的鼓励政策在上述政策的推动
下，近年来，中国生物质能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根据2014年底国务院出台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
》，在未来“十三五”规划期间，生物质能等再生能源产业在中国将继续获得较快发展。并在能源构成中占据越来越
重要的地位，这些必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

 然而，在政府大力推广生物质能等再生能源产业的过程中，往往仅重视其对环境的友善性、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而
对其进行补贴或者给予优惠措施，但常常忽略再生能源的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问题。例如，生物酒精的生产过
程，必须投入原油、天然气等对环境有污染的能源。因此，若仅就再生能源对环境的正外部性给予补贴或税收优惠，
却未考虑其可能对环境带来的污染负外部性，可能会因为补贴过度而导致资源无效配置和环境损害。特别是，若再生
能源的使用对环境带来的收益低于其生产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损害，则政府补贴再生能源企业不但于环境改善无补，还
将加剧环境质量恶化。

 因此。政府在制定再生能源政策时，除了运用政策工具促进再生能源的生产与使用外，也应针对其污染损害进行限
制与课税，以矫正其负外部性所引发的市场失灵。诱使企业有自行进行污染治理的动机，进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
置。目前，国际上推动再生能源发展所采取的政策工具大致上可以分为数量政策与价格政策，其中尤以价格政策如税
收政策、补贴政策等种类多，使用广泛。尤其是补贴政策应用最广，如保证价格、投资补贴、贷款贴息、消费者补助
等。环境政策方面，针对污染治理和损害。则有行政管制、课征污染税等措施。

 对再生能源政策实施的经济效果。国内外已有若干文献探讨。Tetsuo等(2002)[11]指出，增加对光伏发电项目的补贴
。将会减少CO2排放量Birur等(2007)[2]、Banse(2008)[3]翻指出，美国的能源法案和欧盟的生物能源指令。会造成其国
内对能源作物需求量的增加。导致能源作物价格上升和农民收入增加Hutchinson等(2010)[4]研究了非化石能源补贴对
碳排放的影响。发现由于反弹效应的存在。非化石能源补贴使得总碳排放增加Ku等(2011)[5]运用选择性实验(choice ex
periment)和多元选择模型分析了韩国居民对再生能源投资的支付意愿Lin和Jiang(2011)[6]同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
GE)估计了中国能源补贴和减少补贴的直接效果Gong和Tian(2011)[7]则使用期权理论研究能源补贴策略。并对影响政
府补贴策略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国内方面。林伯强和蒋竺均(2010)[8]应用CGE模型模拟分析了取消化石能源补贴对
能源消费、温室气体减排等的影响刘伟和李虹(2012)[9]对化石能源补贴和环境利用效率的关系进行了文献综述史丹和
杨帅(2012)[10]对可再生能源的价格补贴政策和补贴效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回顾。认为需要加强对再生能源补
贴效果的实证研究武文静(2012)[11]认为。需进一步完善新能源专向性补贴的法律法规。

 制定合理有效的可再生能源价格补贴政策姚昕等(2011)[12]、蒋竺均和邵帅(2013)[13]、李虹和谢明华(2010)[14]、李
虹(2011)[15]分别运用CGE模型、投入产出模型模拟化石能源补贴取消对城镇居民收入、能源消费等产生的影响。曹
新(2014)[16]认为，中国需依据再生能源电力各类技术特性和不同发展阶段。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价格补贴政策的逐
步推出机制严静和张群洪(2014)[17]运用CGE模型研究了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的宏观经济效果。发现再生能源补贴对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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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济有显著的正影响。陈艳和朱雅丽(2014)[18]研运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分析再生能源产业的补贴标准与再生能
源产品和常规能源产品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再生能源产品成本越小，越值得补贴；常规能源产品成本越大。
再生能源产品越值得补贴。

 综上所述。以往关注再生能源产业政策的文献或者侧重定性描述。或者侧重实证分析，较少从理论上探讨再生能源
的最优补贴政策，尤其是对再生能源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负外部性关注不够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模型
，研究在兼顾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使用对环境带来的正外部性和再生能源的生产过程对环境带来的污染负外部性的
条件下。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应当如何制定最优的再生能源补贴与课税政策。为此。本文延伸Requate(2005)[1
9]的模型设定。特别是关于厂商成本函数的设定，但与其模型不同之处在于。在Requate(2005)[19]一文中。主要是探
讨不完全市场竞争结构下一般产业因环境污染而出现的税收政策。而本文则同时考察针对再生能源这一特殊产业的补
贴和税收政策此外。对一般文献中提及的总产出补贴。本文则改为对净再生能源产出f即再生能源总产量减去其中消
耗的化石能源产量)进行补贴。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求解政府以及厂商的最优决策假定厂
商进行Cournot竞争：第一阶段。政府从社会福利最大化出发，制定最优排放税率和再生能源补贴率；第二阶段，厂
商在政府给定的污染排放税率和补贴率的条件下，由利润最大化出发制定自己的最优产量和污染排放量决策。对上述
模型。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

 研究发现，若综合考虑能源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正、负两种外部性，则有：第一，无论厂商是否具有污染治理技术
，也无论市场结构如何，最优污染治理税率应等于污染边际损害，即最优污染治理税为庇古税。这一结论与Buchanan
(1969)[20]、Barnett(1980)[21]、Hahn(1989)[22]、Requate(2005)等认为，寡占结构下，污染税率应低于污染边际损害的
结论不同。第二，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最优再生能源补贴率应等于再生能源的边际收益，即最优补贴为庇古补贴
；在寡占市场结构下，最优再生能源补贴率大于再生能源的边际收益，且厂商市场势力越大，最优补贴率越高。这些
结论，以往文献较少论及。

 二、基本模型设定和说明

 假定再生能源市场上有n家厂商，各厂商生产的再生能源产品可以完全替代化石能源。且各厂商再生能源产品之间
也可以完全相互替代由于再生能源的使用可以减少化石能源的投入，间接减少污染排放，因此能够产生正的消费外部
性；但厂商在生产再生能源产品的过程中必须投入化石燃料。会有污染排放问题。带来负的生产外部性。若不进行治
理则会造成环境损害和资源配置无效率为便于分析，以厂商是否具备污染治理技术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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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政府的最优决策，分两种市场结构讨论：一是完全竞争市场，厂商是市场价格接受者：二是寡占市场。厂商具有
市场势力，可以影响产品价格对每一市场结构。均构建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政府制定最优税率和补贴率；
第二阶段，厂商在既定税率和补贴率下。制定产量和污染排放量决策。对上述博弈，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厂商与政府最
优决策。

 三、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模型求解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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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寡占市场结构下政府最优再生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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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式(51)可知，寡占市场结构下，若厂商具有污染治理技术，政府最优补贴率应大于再生能源的边际收益。主要原
因在于厂商所具有的市场势力足以影响再生能源的产量和价格，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将导致产量低于社会最优
产量。为了矫正扭曲，政府须对再生能源补贴率制定较高的水平以诱导厂商生产更高产量。同时，由式(52)可知，污
染排放税率等于边际污染损害，最优污染排放税仍为庇古税。

 五、研究结论和建议

 再生能源的生产与使用。既有正外部性。也有负外部性。因此最优的政策应是既有补贴也有课税然而各国政府制定
政策时往往仅对再生能源进行补贴。如此会使再生能源过度生产，不仅于环境改善无补，甚至导致环境污染加剧。为
此，本文以生物质能源为例。探讨若将再生能源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纳入考虑时。政府应当如何应对。主要结论如
下：

 第一，当厂商不具有污染治理技术时，无论市场结构如何。最优污染治理税率均应等于污染边际损害，即政府最优
污染治理税为庇古税。当厂商不具有污染治理技术时，由于污染排放与再生能源产量有正向关系。又因为完全竞争市
场的产量高于寡占市场的产量，可知完全竞争市场下污染排放的边际损害高于寡占市场。因此，完全竞争时的污染排
放税率高于寡占市场的污染排放税率，并且污染排放税率随着厂商市场势力越强而越低。

 第二，当市场具有污染治理技术时。无论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寡占市场，最优的污染排放税率均等于其边际污染
损害，最优污染治理税仍为庇古税。此结论与以往文献认为寡占市场结构下污染税低于边际损害的结论不同但最优税
率的大小，与厂商污染治理技术有关。污染治理技术越高，则污染治理量越高，污染排放越少，污染边际损害越低，
最优的污染排放税率也越低与厂商不具有污染治理技术相比。厂商具有污染治理技术会降低污染排放量，因此污染损
害降低，最优税率会降低。

 第三，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最优再生能源补贴率等于再生能源的边际收益，即政府补贴为庇古补贴在寡占市场
结构下，最优补贴率大于再生能源的边际收益，且厂商市场势力越大，最优补贴越高。要原因是寡占市场结构下，厂
商具有市场势力，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再生能源产量低于最优水平。为此，政府会制定高于再生能源边际收益的补贴
率以诱导厂商提高产量，并且市场势力越大情况下，厂商的产量越低于最优产量，需要政府制定更高的补贴率以实现
社会福利最大化。由于本文的补贴率水平是针对净再生能源产出f即再生能源产量减去为之消耗的化石能源量)进行补
贴，因此，在再生能源总产量和厂商的需求弹性相同时，本文的补贴率一般要高于传统文献的补贴率，这与以往文献
不同。

 在中国，随着相关政策举措的推进和技术的完善，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生物质能源等再生能源产业在中国将继续获
得较快发展，并在能源构成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必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但
由本文分析结论可知，政府在鼓励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时，应当未雨绸缪，趋利避害，使用较为审慎而灵活的政策手段
：对再生能源产业不仅应有补贴也应征税，且补贴和税率应当随市场竞争情况和厂商污染治理技术进步而变化，以推
动经济结构更好转型升级，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再生能源发展政策包含多种工具可以使用。为简单起见。本文仅选择课税与补贴两种工具进行探讨。未来进行政策
分析时，可以将厂商的研发创新等行为纳入模型中。此时政府政策的制定也许与本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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